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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莊子注》與成玄英的《南華真經注疏》的思想試論－玄學到重玄學的轉折分析

壹、前言

郭象的《莊子注》歷來自是思想家或是評論家的關注焦點所在，其原因除了與向秀對

於莊子的解義有所重疊之外，郭象《莊子注》一書從一個恢宏的視野與天馬行空式的

文筆詮釋莊子，揭示了另外一種方貌的《莊子》，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不過，若是

從政治思想的角度來談，《莊子注》之所以得到如此關注的原因，恐怕與這部書中所

展現的政治思想，幾乎可以視為魏晉玄學關於「自然與名教」議題的總結有關，特別

是郭象透過獨化論的觀點消解了從正始到竹林時期的「無與有」本體的衝突，關於這

一點就可以視為一個時代性的著作無疑。

不過郭象在清談的領域中固然儼若天之驕子，往往能夠出於常論發為清妙玄談，

然而較之於王弼、嵇康或是阮籍等人，則在性格品味上恐怕難與一個口發清遠之論者

相提而論，至少，對於現實的執著與以及對於世俗的妥協，顯然與其玄論有著很大的

差距，所謂「素論去之」的批評恐怕不是沒有理由的：

豫州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為王弼之亞。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

必減庾子嵩。』象後為太傅主薄，任事專勢，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

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晉書．庾敳傳》

這種批判所持的重要論點在於郭象在面對現實之際不能夠以超越的心態視之，這樣的

批評與《後漢書》對於俗儒的指摘顯然是相同的：「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

無能往來，此俗儒也。」不過，我們在前面也說過，經過竹林時期的沈澱與反省，道

家的思想除了給予個人主義一個新的意義之外，事實上也促使思想家們深刻地思考「個

人內在秩序」與「政治社會秩序」互動的議題，如此一來，郭象所招致批評的「格調」

問題，不妨可以視為一種對於現實超越後返於現實的表現，此種狀況也說明了當時知

識份子所面臨對立兩極價值時的困難抉擇與調適，而在這個層次上或許與其思想中主

張「名教即自然」的調和觀點是相一致的，同時，這種知識份子對於現實政治心態的

轉變，也未嘗不能夠以一個政治思想融合完成的前兆或是表徵視之。

在郭象的著述中，《莊子注》一書的注解固然為歷來解莊書中之最高義，不過卻

同時也是歷史上的懸案，特別是與向秀所注多有所重疊與發揮處，《晉書．向秀傳》

載「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視，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

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者，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

起玄風。談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跡

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由向秀的本傳可以看出他對於莊子一書顯然有著很深的功

力，《晉書》所言「儒墨之跡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的話語雖屬溢美之詞，不過卻

可看出向秀對於後世解莊者的影響，然而問題就出於「郭象述而廣之」一句，治史者

多以郭象實際上並非述而廣之，反而有剽竊之實，看《晉書．郭象傳》所載即可知端

倪「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事其統旨。向秀於舊義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



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

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

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

二《注》，其義一也。」《晉書》所本與《世說》〈文學篇〉同義，這樣的指控將郭

象注莊的事實化為剽竊，直至清朝，這樣的說法一直為學界所接受，包括《困學紀聞》

的作者王應麟與《焦氏筆乘》的作者焦竑也持這樣的看法；時人錢穆在《莊老通辨》

一書且錄有兩文評論這一宗文學懸案，其中一段話可以說替郭象作了一些辯解「郭象

注莊，其義有承襲向秀而來者...至其所獨自創新，而為有大貢獻於中國道家思想之演

進，而不復為向秀所及者．．．即知郭象注義實非莊書原文之所能範圍，而郭象之所

謂自然，亦非淮南論衡王弼向秀之所謂自然之所能規限。」亦即郭象的《莊子注》固

然於向秀之義有所承襲，然而並不因此而自囿，反而由於時代環境之不同，而能在某

些義蘊上超越向秀，時人王叔岷在〈莊子向郭注異同考〉一文中且舉數十例郭象自注

而非向秀之注者，其中非僅限於〈秋水〉、〈至樂〉、〈馬蹄〉等篇，由此證明郭象

於向注僅部分承襲，又不失其自創之本義，如此說來，從郭象的《莊子注》一書中不

僅可以看見向秀（竹林時期）的部分思想，同時也可以看出郭象在元康年間對於道家

政治思想的創造性轉化。

《南華真經注疏》是初唐道士成玄英的著作之一，也是唐代重玄學重要經典之一

。顧名思義，這部著作是針對《莊子》思想的進一步詮釋，而且是在郭象《莊子注》

的思想基調下，進一步發揮的成果，在這部著作中，成玄英大量地呈現出關於重玄思

維的承繼，並且明顯地在佛教「中觀」論述的影響下，開展出唐代特色的重玄學。相

較於他的另一部著作《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卷》（當即為《老子道德經義疏》，下稱

《老子義疏》）中所呈現的老學與道教經典特色，成玄英在《南華真經注疏》中明顯

地轉向透過莊學與佛學來闡發重玄思想。在普遍從老學的角度思考重玄義理的隋唐，

這個轉向無寧是十分有趣的，這樣的思想脈絡，或許可以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幾個問題：

魏晉玄學到隋唐重玄學的思路轉折是如何進行的？從老學到莊學，到底重玄思想有什

麼內部的反省？作為道教義理的學派之一的重玄思想，為何在成玄英身上出現明顯的

佛學色彩（尤其是中觀思想中的「空」）來詮解重玄概念？當然，這些問題不是這篇

文章可以完全清楚交代的，不過，從文本的分析著手，或許能夠爬梳出一些解釋的路

徑。歷來已有不少的作品從宏觀的角度討論重玄學的發展與變遷，本文的嘗試無疑是

簡單而微觀的，分別從《南華真經注疏》（下稱《莊子義疏》）中的重玄論述、聖人

論述與統治論述三個方向著手，討論成玄英明顯的莊學與佛學的理路如何重新思索了

他的重玄思想體系，透過這個體系的理解，或者，我們可以看到「玄學到重玄學」以

及「依循道教到追循佛學」的連繫與轉折，在書寫的過程，本文也會援引成玄英在《老

子義疏》中的文本相互印證，在此一併說明。透過這兩本莊子注疏的文本討論，我們

或者可以從中看出郭象所代表的玄學與成玄英所代表的重玄學之間的思想差異與連繫

或是轉折．這正是本研究的核心關懷。



壹、「有即是無」－「非有非無」－「非非有非無」：玄到重玄

「有」與「無」的對立或是融合，是魏晉玄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議題，這樣的辯

論不單反映了哲學上不同詮釋的旨趣，更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以為彼此奧援，從何晏、

王弼開始，「有生於無」的貴無思想主導了玄學思維，袛是這樣的貴無思想與對應的

政治社會環境而言，事實上一直有著相當大的扞挌，因為以「無」的絕對概念試圖涵

蓋瞬息萬變的現實，在理念上或許是一個超越，不過卻無法合理地解釋政治社會現實

的急遽變動，這部分反映出來的正是存在於「個人內在秩序」與「政治秩序」之間的

辯證議題，竹林玄學的道家政治思想透過個人的超越試圖消解此種衝突，雖然並未能

撼動政治秩序高於個人內在秩序的傳統思維，然而卻提供了一個反省的機會，這樣的

反省在向秀與郭象的政治思想很明顯地反映出來，透過對於「有生於無」議題的反思

（郭象雖然反對有生於無的命題，不過重點卻在於反對人的自性是「外因」的說法（註

一三）），郭象的道家思想發展出一種「自生」的概念，試圖融合存在於個人與政治

社會之間差異，進而主張「名教即自然」向上直承王弼，致力於消解「無」的絕對性，

將道家的政治思想落入更加世俗的層面；這樣的世俗化可以視為竹林時期道家思想的

落實，至少讓高高在上的本體「無」，成為更具社會性、更有人性也更為實際的「無」，

因此，現實世界的「有」與作為本體的「無」在郭象的《莊子注》中不再是截然地對

立，觀察郭象將「有」的層次提高之目的，並不是為了強調以儒家為首的「有為」觀

念，而是將竹林玄學的道家政治思想所得致的反省成績放進現實的政治社會中，希望

藉此使得道家本體的「無」與現實的「有」不再嚴重對立，從而解決在個人與外在環

境之間的問題（註一四），在這樣的期待之下，「自生」以消解對立的中介概念出發：

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眾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

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

耳。（〈齊物論〉注）

自生的意義在於質疑從王弼以降的「無中生有」的論點，在某些意義之上又承繼了「崇

有論」的特色，然而卻不是說明郭象是主張崇有的。自生的概念在於調和存在於個人

與團體之間的問題，如果說個人與團體都屬於現象界的「有」，除非能夠說服人們接

受本體「無」是一切萬有之所從出（這點強調的是個別性），承認了個體到集體的統

一可能，否則，所謂「無中生有」的邏輯，其中就很難迴避團體與個人的對立問題，

這樣的論點，可以說是阮籍與嵇康從玄學與政治的對話中反省得出的結果，竹林玄學

的道家思想將重點從「無中生有」轉換成對於「無」的絕對尊崇，因為，從「無中生

有」的論點之中隱含有合理化「有」的邏輯，「有」的本身（事實上就是名教與集體

秩序）代表太多對於個別性的壓抑的可能，如果再從「無中生有」的邏輯出發，不啻

是接受了「有」（名教）的合理性，所以阮籍與嵇康選擇了純任「無」的本體論，這

種選擇較之正始時期的融合，自是一種偏離（但同時也是一種反省）。然而世間的秩

序終究必須落實，而存在於個人與現實秩序之間的弔詭同樣需要解決，既然王弼等人



的「無中生有」不能夠達成說服的工作，思想的融合也有待進一步地解決，在重視個

人內在秩序的前提下，將現實秩序透過自生的邏輯推演出來，一來可以面對世間秩序

的傾軋性的問題，再者無礎於「個體」（無）崇高性的重視，郭象的自生說正是在這

樣的理解下開展，企圖進行極具說服力的論證，一方面，排除了宇宙生成論在論證上

的窒礙，一方面，則純化了哲學的本體論（註一五）：

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為陰陽為先物，而陰陽者即所論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

哉﹖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

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己，明物之自然，

非有使然也。（〈知北遊〉注）

對於郭象而言，現象的世界與本體的世界是不應該被混同的，而存在於「無」與「有」

之間秈關係也不是一個從屬的，這樣的理解在處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也是一樣的，因

為沒有一個東西既是本體而又是現象的，所以就不能夠說是「無中生有」，在郭象的

觀念之中，「無」仍然是一個本體的範疇，「有」仍然是一個現象的範疇，二者之間

對立，不能在現象界來解決，而是應該在「至無」中解決，無中本來就不能生有，有

與無的對立袛有依賴「道」得到解決，自生論點的目的正是在於解決現象與本體混同

的弔詭，反而不是抹殺本體的崇高地位，因為對立的解決，並無礙於現象仍是現象而

本體仍是本體：

夫無之未生，以何為生乎﹖故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乎﹖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為

有，而自有耳。非謂無能為有也。若無能為有，何謂無乎﹖一無有則遂無矣，無

者遂無，則有自無生明矣。（〈庚桑楚〉注）

這種說法與張湛《列子注》中引向秀注莊的說法有著些微的差異：

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

非物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也焉。若使生物者亦

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然後能為生化之本

也。（《列子．天瑞篇》張湛注引向秀言）

郭象與向秀的主要差異處在於「生化之所本」的認知上頭，很明顯地，向秀的自生說

事實上仍有著「明夫不生不化，然後能為生化之本」的期待與假設，也就是說在生化

的過程背後仍有著一個總規律的東西在指導，如此一來，向秀的自生說並未全然跳開

王弼主張的「無中生有」邏輯，與郭象所主張「塊然自生」事實上是有明顯的差距：

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為無矣。是以夫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

而不得一為無也。不得一為無，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知北遊〉注）



其次，要討論的是萬物之間的關係，引伸為世俗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

關係，這層討論應該是郭象處理自生說的真正意圖所在。萬物既然是塊然自生的，其

間的關係應該透過怎樣的東西來界定或是調和呢﹖郭象以為萬物之間存在著一種莊子

所說的無形規律在進行這樣的工作：

物之生也，若聚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

化。〈秋水〉注

這樣規律的存在目的無他，在於因應萬物之間相異的性分，〈山木〉篇的注中言道「凡

所謂天，皆明不為而自然，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故能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

萬物的性分是自然的，而且不是相同的，因此在彼此的對待上示現的是一種帶有相對

主義的知識論觀點，《莊子．秋水》與《莊子．齊物論》中就反映了這樣的知識論，

而郭象對於萬物不同性分的看待，顯然是來自於《莊子》的：

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

語於道者，束於教也。〈秋水〉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

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

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汝：民濕寢則腰疾偏死，

鰍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糜鹿食薦，

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為雌，糜與鹿交，鰍與魚游。毛

嬙西施，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糜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

之正色乎﹖〈齊物論〉

所以，郭象以為「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

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

矣．．．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共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

同得。」正因為這樣的相對主義，郭象論述的萬物都不是可以絕對孤立的個體，任何

東西由於彼此的對應性，處在一定的關係之中，這樣的關係並不是一種具統制性的規

律，而是一種因為相為而成的彼我關係：

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脣齒，

脣齒者未嘗相為，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

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

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秋水〉注）



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自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

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

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齊物論〉注）

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

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大宗師〉

注）

萬物之間呈現出彼此自為卻又相為而成的關係，亦即彼此之間仍為一相待，相待背後

並沒有離開「自得」的假言，這才成就萬物為萬物：

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

豈容勝負於其間哉。（〈逍遙遊〉注）

不過，自得仍不得開離「有分」而證成，這正是嚴遵所說「道德之生人也，有分；天

地之足人也，有分．．．萬物之守身也，有分。」因此，在現象界中的萬物固然自化、

自生，然而卻仍處於彼我相因的環形概念之中，而這樣的環形概念，究其實就是我們

前面所說的無形規律，因此，郭象以為「無與有」在現象界的範疇之中固然沒有交集，

然而最終仍然還歸於玄冥，在注「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時，

郭象明白表示了這樣的觀念：

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

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大宗師〉注）

在這裡郭象將原先對立而又不相屬的兩個概念「無」與「有」融合在一起，進而隱約

主張「有」終究要回歸於「玄冥」的「一」，至此《莊子注》表面上擺脫了「無中生

有」的難題，不過，郭象仍然將現象界的終極處放在本體的「無」，袛是，這樣的「無」

並不是與「有」相對的「無」，而是經過轉化提昇為一種具有更高位階的「無」，其

間的高低位階立判，這種有帶有《老子》中「玄」的特色的「無」，正好體現了「常

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的真義，其中形成的「玄」理，正是透過現象界「有」

與本體的「無」之間的循環論述來實現，重要的是，「無」與「有」並不是相互統攝

的，因為，玄冥之境不是存在於獨化之外，而是在獨化之中，自生說所強調的和諧正

是蘊含在玄冥的和諧之中，掌握到這層關係就無疑是掌握到解決個人與社會之間關係

的鎖鑰，因為政治社會（有）的秩序（和諧），事實上仍究得以個人（無）的秩序（和

諧）為依歸，個人與社會之間是連繫而非從屬，各自完成於彼此之中，正如莊子在〈齊

物論〉中所說「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故曰莫若

以明。」表面上看來，郭象彷彿承繼了裴頠的「崇有論」而摒棄了王弼的「貴無論」，

自生說的論點似乎也證明這點，然而，從討論中可以知道，在《莊子注》中郭象進行



的是關乎王弼「貴無論」的改造，將原先具有統攝意含的論述隱去，一方面固然承認

了存在的「有」（政治社會）的合理性，一方面卻也給了「有」一個「玄冥」的規律，

而「玄冥」背後所代表的，正是道家最為基礎的思維－關於個別性的尊重與強調，一

如「始卒若環」的道樞透過「以明」所認知到的仍是復歸於「至道者至無」的範疇一

樣，牟宗三先生從「蓋無非死體，非頑空，乃一無限妙用」以及從「動觀則有，靜觀

則無」意義著手解析郭象的自生說，確屬的論，而且將郭象支離「有」「無」的對立

用意完全解讀，在這樣的理解之下，郭象所為詭辭「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

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

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

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以「寓無於非無」的目的就昭然若揭了，而馮友蘭主張

「向郭的這種說法（自生說），才是真正的崇有論。」的說法，恐怕就有再行商榷的

必要了。

至於成玄英的「重玄」，是兩個面向的思想系統，一個面向是關乎本體；一個面

向則是關乎知識、思維方式與存有的。就第一個面向說，重玄學立基在老學對於本體

的理解之上，從魏晉玄學關於本體的討論延展而下，這個部分討論了生化、有無乃至

於空有等問題；第二個面向則是從不即不離、不一不異、非有非無以及遣之又遣的層

層剝落方法中開展關於真知、修養、統治乃至於終極存有的關懷；這兩個面向是不可

須臾分離的，也就是說，重玄學固然重本體卻沒有離開思辨，因而不是空想與邏輯的

遊戲，固然重思維方法卻離不開關於本體與存有的承諾，因而不是語言與推理的遊戲，

兩個面向之間同時存在著若即若離與不即不離的關係。

「道」是道家乃至道教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成玄英在重玄的思維中陳述了

「道」。首先，道不離物，道物不一不異，成玄英在《老子義疏》中藉由重玄的思維

陳述了道與物的關係：

至道之為物也，不有而有，雖有不有；不無而無，雖無不無。有無不定，故

言恍惚。所以言物者，欲明道不離物物不離道，道外無物物外無道，用即道

物，體則物道，亦明悟即物道，迷即道物。道物不一不異，而異而一，不一

而一，而物而道，一而不一，非道非物；非物故一，不一而物，故不一一也

《老子義疏．卷二．頁九》

道與物的關係是辯證地合致，不是區隔的兩端，也不是簡單的合一之體，從其作用發

生的過程論是由道而物的，從其本體的源生而論物是向道的回歸與合致，因此，道外

無物物外亦無道，也因此不一不異，不從現象的分別觀而言，道與物當然是「一」，

若從道化生萬物的觀點論，自然又是「不一」的，不過仔細再讀，看來成玄英還是著

重在由物而道的本體回歸上的認知義，所以才說「悟即物道，迷即道物」，這樣的認

知，當然與成玄英的生成論與有無觀點緊緊扣在一起。成玄英自重玄的義理上論述了

有與無的關係：



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阜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學者滯於此玄

，今說又玄，更袪後病，既而非但不滯，亦乃不滯於不滯《老子義疏．卷一．頁五》

這種不滯於滯，又不滯於不滯，正是重玄的初義，這個文本的系絡，大抵是本自於《中

論．觀法品》中所言「一切實、非實、亦實亦非實、非實非非實，是名諸佛法」的說

法，看來這應該就是成玄英所說「參，三也。寥，絕也。一者絕有，二者絕無，三者

非有非無，故謂之三絕也。夫玄冥之境，雖妙未極，故至乎三絕，方造重玄也。」〈大

宗師第六〉的根源，很清楚的，成玄英刻意地跳過了「亦實亦非實」的階段，這絕對

不是漏讀或是漏引《中論》的文句，如果從否定與否定的否定兩種路徑上看，成玄英

的思維重心放在「非非」的系絡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或許這正是跳過「亦實亦非實」

思維的原因，這個細微的差異固然無礙於成玄英經由佛學詮解道經的企圖，而且看來

也無損於對道經的詮解，不過，這樣的理解徑路似乎正好點出了佛學與道經思維上的

細小差別，這套解釋「玄之又玄」的方法，所構成的「絕有、絕無、絕非有非無、絕

絕非有非無」的「絕四句、離百非」思維，較之於能離能即的佛學存有關懷，或許同

時都談及消解，不過總不免落入「花不沾身」的清淨，也少了「但取其味，不損色香」

的肯定！

在這裡，成玄英離開了玄學疏解有與無關係的系絡，從一個離開現象對立依生的

觀點詮解了有與無，清楚點出了執陷於體用之別的問題，直指本體世界的雙遣功用：

前從有無之迹，入非非有無之本；今從非非有無之體，出有無之用。而言俄者，

明即體即用，俄爾之間，蓋非賒遠也。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有用，則

非有無而有無，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誰能決定

無耶？誰能決定有耶？此又就有無之用明非有非無之體者也。（齊物論第二）

這種直指本體世界的期待與郭象調和跡與所以跡的作法顯然是不同的，而且多了佛學

中觀論，在實與空、本體與現象中更無滯地自由穿越，：

莊周師老君，故乎為夫子也。終，窮也。二儀雖大，猶在道中，不能窮道之量；

秋毫雖小，待之成體，此則於小不遺。既其能小能大，故知備在萬物。〈天道第

十三〉

有無二名，相因而立，推理窮性，即體即空，既知有無相生，足明萬法無實

《老子義疏．卷一．頁七》

自由在兩境中穿越不是哲學上的論辯，而是真實地解消，因此更能得致更開闊的精神

世界，體證更為真實的終極，不能依此方法雙遣不滯的人是無從體至深的重玄妙境，

就此而言，玄學所說調和有無的看法，大抵仍不脫淺學小智：



既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貫穿萬物，囊括二儀。故廣廣歎其淵博，淵乎美其深遠。

〈天道第十三〉

光明照耀，其智尚淺，唯能得無喪有，未能雙遣有無，故歎無有至深，誰能如此

玄妙！而言無有者，非直無有，亦乃無無。四句百非，悉皆無有。以無之一字，

無所不無，言約理廣，故稱無也。而言何從至此者，但無有之境，窮理盡性，自

非玄德上士，孰能體之！是以淺學小智，無從而至也。知北遊第二十二

成玄英透過有無雙遣不滯的法門，不僅將哲學上的思趣帶入另一層妙界，同時藉此說

明得道樞之極是實中體空且空中證實的真義：

體夫彼此俱空，凝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玄極，得道樞要也。前則假

問有無，待奪不定；則此重明彼此，當體自空，前淺後深，所以為次也。（齊物

論第二）

這個部分正是佛學中觀的痕跡，「道」是虛通也是虛空，在〈齊物論〉的疏中就說「虛

通至道，非真非偽」，在〈則陽〉疏中又說「言古之聖王，得真空之道，體環中之妙」

以「虛」來解道在《老子》與《莊子》中是十分清楚的理路，因為虛故能通，而且這

個理路還在黃老學的思維中繼續發展1，進而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而向「空」的概念方

向移動：

儻然，無心貌也。四虛，謂四方空也，大道也。言聖人無心，與至樂同體，立志

弘敞，接物無偏，包容萬有，與虛空而合德。天運第十四

這就是成玄英對於「三一」的理解時所說的趨於「真真」的方法，也就是說，在虛通

向虛空的概念移動過程中，成玄英的重玄不僅是一套方法，同時也是向真實本體移動

的逐步呈現，成玄英正是透過非有非無即有即無的雙遣思維將魏晉玄學貴無或是崇有

的本體論證，過渡到重玄的場域之中。

貳、政治角色與聖人

自生說的論述在於強調一個「任」的意義，而自然與名教的消融則是為了作為重

建現實政治秩序的張本，因為人間社會秩序的必要性是無庸置疑的。透過「獨化於玄

冥」的理論，郭象揭示了存在於原始狀態之下的和諧秩序，由於萬物是處於自生的樣

態，萬物之上沒有任何的造物主，即使要強說有，也是指涉到萬物自身，因此這樣的

原始狀態在自生與獨化的意義之下，就是一種沒有統治者與一切自然的境界，這種自

然無差別的境界直承老子所說的玄同「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此謂之玄

同。」自然原始的世界固然由於萬物自生自為而呈現出紛雜的樣貌，然而世間的秩序



卻由於「相因」與「自為」的交互作用，反而能夠共化於玄冥，由於個體的和諧配合

存在於背後無形的規律進而形塑出整體的和諧，這樣的原始和諧原本應該是一種「物

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

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的和諧，這也使得人與人或是人與萬物乃至人與自

然形成一種共構的存有，然而這種基於相對主觀認識論與自生說結合的政治秩序觀，

卻往往偏離到重視「自是」、「自得」的一方，而忽略了「相因而成」的重要性，於

是無形的規律由於人心執於一私而消散，世間政治的原始和諧也跟著解體：

今是非無主，紛然淆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齊物論〉

注）

人的自是與自矜是世間原始秩序遭到破壞的主因，由自矜與自是所重視的「名」與「智」

進而也淆亂世間的人心：

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德之所以流蕩者，

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夫名智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

軋，智用則爭興。（〈人間世〉注）

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也，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

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

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闇服之，斯乃盜跖之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胠

篋〉注）

自然秩序的破壞完全是由於「內外」之間的和諧解體，郭象說「夫天下之大患者，失

我也。」其體認甚是清楚；然而去除掉自我的迷失之外，事實上政治制度的出現，以

及成為壓迫性的工具，也造成了和諧的解體，歷史退化的觀點一直是道家很重要的思

想質素，特別是對於政治制度出現所建構出的政治秩序的批判，一直是立基在這樣的

觀點之上，不過當原始秩序的破壞已經成為事實，再造一個接近自然秩序的「重建秩

序」就成了思想家們所亟欲致力的目標，道家思想家當然也沒有在這樣的秩序重建工

程中缺席，論者以為「中國古代的學者，很少有離開政治立場而做純樸學問的，故每

一個學者，都有其政治理想，亦即其學術表現的目標」，這即是所謂的「聖有所生，

王有所成，皆原於一」，職是，郭象仍然肯定了政治制度的必要性，所缺的不過是予

以改造而已：

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

人之道，必至之宜也。（〈人間世〉注）

君臣做為充填政治制度的基本角色，有其重要的功能，郭象認為這樣的事實是自然秩



序解體之後的必然後果，與其逃避或是鄙夷，不如接受而加以轉化，因此面對「子之

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

之謂大戒。」的人生大戒，郭象與莊子的態度其實都是一致的，他們選擇了從容地面

對：

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

施之有哉！故冥然所以遇為命而不施於其閒，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中，

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於君親哉。（〈人間世〉注）

表面上來看，這是一種類似王充所謂的命定的命，然而若是執著在字面上就斷論郭象

的「命」袛有不可奈何的消極意義，而在於安慰人心接受現狀，恐怕也有相當程度的

誤解，因為郭象的「命」顯然有「自爾」的意義在內，皆是「玄冥」的一部分，是一

種所謂「見一當下斯須之命，亦即就人之所遇者之為若此，而還其若此，自當所當，

而付之自當之命。」的命觀，這是一種具有濃厚美學觀點的命觀，若是再從郭象調和

自然與名教的理論來看，這明顯又是「自然與名教」合一思維的衍生，重點在於強調

「貴道賤跡」的工夫，也在於破除由於生命紛馳所致的無限追逐，如此一來，從容面

對政治制度乃至於君主，是郭象對於人們處人間世的積極心理建設，這點與莊子建議

的「安時處順」實有相通之處，郭象清楚知道君主制度對於自然秩序的重建有著十分

重要的意含，當然不能輕易視之，郭象以為在君主與臣子之間就必須要有完善的分工，

這樣的分工固屬天理之自然，而且正因為君主的出現有其兩面刃的特性使然：

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屍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

可輕之也。（〈人間世〉注）

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人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

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

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天

道〉注）

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真人之所為哉。（〈齊物論〉注）

因此，這樣的分工正是一種因應人間秩序的不得不然的必要安排，所以他說「時之所

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

用也。」我們或許不必以為郭象在為當權者合理化統治的口實，以君主制度來進行政

治事實上的描述與政治理想的投射固屬自然，卻也不必矯情地以現代民主的方式進行

批判，即便主張無君的阮籍仍然不得不承認君主的統治的事實，而莊子也以〈應帝王〉

一篇反映了同樣的觀點；既然分工的政治制度是郭象建構「無為」政治的前提，因此，

對於「重建秩序」的推動勢必要得到適切的人，於是郭象同樣也認為掌控無為政治推



行的重要角色在於一個明王（或是聖王），進而賦予君主一個道德性的期待，其存在

的功能在於使人與物皆能「各復其根」：

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

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

知恃賴於明王。（〈應帝王〉注）

對於這樣的君王，郭象認為不是隨意就能夠找到，同時也不是每個世代都能夠產生，

因此就必須透過一定的方法來形塑，否則寄望於不世出的聖人來遂行治理的功能，基

本上是不容易的，因此，他心目中的聖人君王，就無疑必須是一個體道的人：

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

無用賢聖。（〈天下〉注）

體道的君主才能夠作為一個「重建秩序」的建構者，因為「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

達死生之變」的基本要求，是一個君王能否寄予重任的前提，所以一個真正適任的「無

為」君主就應當是「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的聖王，要

有效地推動人間秩序的重建，君王就必須是如此。這樣的君主在治理上就必須先做到

「去知」，也就是去除分別對待的心知，因為去知所以就能免除外物的干擾，也就能

夠明白與萬物處在一種和諧的狀態，因此去知以及獲得真知是一種與道俱化的基本功

夫，如此才能不執著於成心的使用而執靜外物：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

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無心於物，故不奪

物宜，無物不宜，則莫知其極。（〈大宗師〉注）

聖人知天機之不可易，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忘其所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

動而不逍遙也。（〈秋水〉注）

因為執靜明白真知所以能夠物物而不役物、而不役於物，完全是一付莊子所說「三日

而外天下，七日而外物，九日而外生，後而能朝徹、見獨、無古今、而不生不死」對

於道的修養與生命昇華的極致，進而在為君主時能夠深切體悟並運化「道」的基本概

念「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而達到「攖寧」的境界。

君臣之間如此，君民之間的關係，郭象顯然有著先秦以降人本主義的思維，固可

說直承自莊生無疑（註六一），從「因任」而下，郭象認為在一個「無為」的政治秩

序之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並不存在著隔閡，在自生獨化的理論之下，君主與人

民之中的關係是相因而生與相輔而成的，因此，謹守人本的道德色彩，重視個人的生

存價值與需求，就成了無為君主不可或缺的治理要則：



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

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也。（〈馬蹄〉注）

這種寓治理於人性的基本尊重，固然是先秦諸子中的主流思想，然而能解人於倒懸又

回歸於自然人性觀照，進而符應自然大道者，殆唯道家而已，方東美先生所說「道家

在中國思想裡面，就是保留了人格上面，精神的解放同精神的尊嚴」，實是一語中的！

成玄英重玄學的思維，中也談到了君臣民的政治角色分工，他一開始就說政治角色的

分工是來自於不同素分質性的原因，這使得他對於政治角色的分工看法無疑帶有高度

本質論的色彩，進而將這種分工比附於人身，視為一種自然而然的安排：

夫智有明闇，能有工拙，各稟素分，不可強為。故分之所遇知則知之，不遇者不

能知也；分之所能能則能之，性之不能不可能也。譬鳥飛魚泳，蛛網蜣丸，率之

自然，寧非性也！〈知北遊第二十二〉

且人之一身，亦有君臣之別。至如見色則目為君，而耳為臣；行步則足為君，手

為臣也。斯乃出自天哩，豈人之所為乎！非關係意親踈，故為君臣也。郭注云：

「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治國治身，內外無異。（齊物論第二）

在這裡，成玄英接受了郭象承自於兩漢「治身理國」的思維，將治國與治身視為是同

構的思維，認為內外無異，而且是一種「宜」的秩序，〈則陽第二十五〉就說：「雖

復混同貴賤，而倫敘無虧。故父子君臣，各居其位，無相參冒，不亦宜乎！ 」人倫與

天地的對應是自然而然的，而且經由聖人觀象之後的擬制更證成了高位的正當性：

天地之行者，謂春夏先，秋冬後，四時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況在人倫

而無先後？是以聖人象兩儀之造化，觀四序之自然，故能篤君臣之大義，正父子

之要道也。〈天道第十三〉

這種高位的正當性又明顯地反映了漢代陰陽尊卑的政治理解與思維，並且認為是一種

不容撼動的格局：

天尊地卑，不刊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次序慤乎。舉此二條，足明萬物。〈天

道第十三〉

二儀生育，有不測之功。萬物之中，最為神化，尚有尊卑先後，況人倫之道乎！

〈天道第十三〉

宗廟事重，必據昭穆，以嫡相承，故尚親也。朝廷以官爵為尊卑，相黨以年齒為



次第，行事擇賢能之用。此理之必然，故云「大道之序」。〈天道第十三〉

因此，整個政治統治，絕對不能離開高低位階的安排，而且不同的位階在行政治統治

時當然得有不同的作為，成玄英清楚交代了何以「君道逸而臣道勞」，正是來自於對

自然的依附：

君位尊高，委之宰牧；臣道卑下，竭誠奉上。故君道逸，臣道勞，不可同日而語

也。〈在宥第十一〉

夫君道無為，而臣道有事，尊背勞逸，理故不同。譬如首自居上，足自居下，用

道觀察，分義分明。天地第十二

天道君而無為，人道臣而有事，尊卑有隔，勞逸不同，各守其份，則君臣咸無為

也。必不能鑒理，即勞逸失宜，君臣亂矣。(夫二儀生育，變化無窮，形質之中，

最為廣大，而新新變化，念念推遷，實為等均，所謂亭之毒之也。) 〈在宥第十

一〉

這種比附在本意上也是一種不可逃離的限定，這就是〈天地第十二〉中所說：「原，

本也。夫君主人物，必須以德為宗；物故自得，故全成自然之性．．．夫為人臣者，

不敢逃去君命。執持臣道，由自如斯，而況為變化窮通，必待自然之理，豈可違距者

哉！」以及〈至樂第十八〉中所說的：「遵循，猶順從也，夫為臣之法：君若無道，

宜以忠誠之心匡諫；君若不聽，即須遵循休止。若逆鱗強諍，必遭刑戮也。」至於人

民，成玄英從「德」與「性」的互轉中論述了人民的重要性，同時也談到了政治分工

時的地位，進而說到了「主而君者」的必要性與正當性的：

彼民，黎首也。言蒼生皆有真常之性而不假於物也。德者，得也。率其真常之性，

物各自足，故同德。郭象云：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此天下之

所同而為本也。守斯道也，無為至矣。〈馬蹄第九〉

民雖居下，各有功能；物雖輕賤，咸負材用。物無棄材，人無棄用，庶咸亨也。

〈在宥第十一〉

黔首卒隸，其數雖多，主而君者，一人而已。無心因任，允當斯位。〈天地第十

二〉

整地來說，成玄英在《南華真經疏》中所體現的政治角色論述，是建基在不同質性素

分的理解所進行的分類，再藉由這樣的分類建構其君臣民理論與政治角色分工的正當

性，可以看出有很深的漢代以降的思維斧鑿痕跡！

上述的政治分工有一個基本預設－「君主」的高位與政治行動的發動權，成玄英



以為君主之所以處於高位而且是政治行動的主要發動機制，除了是自然的比附，更重

要的，他並沒有忘掉在本質的論述中強調政治行動的發動是本體成就的產物．也就是

說，臣下之所以為君主所用，或是有為與無為的差別，正好在於君主本身能夠藉由本

體的證成取得發動者的地位：

不足者，汲汲之辭。有餘者，閒暇之謂。言君上無為，智照寬曠，御用區宇，而

閒暇有餘。臣下有為，情慮狹劣，各有職司，為君所用，匪懈在公，猶恐不足。

是知無為有事，勞逸殊塗。〈天道第十三〉

至默無為，委之羣下，塞聰閉智，歸之自然，可謂太平之君，至治之美也。〈天

道第十三〉

也就是說，高度的政治成就來自於基本的政治分工，而基本的政治分工則來自於順自

然之性的發展，因此，固然所有的群生都有來自於「道」的屬性，不過就發揮的層次

上說，君主的素分是決定政治作為與秩序的重要關鍵，進而君主的素分並不在於高人

一等的執行力與判斷力，卻是來自於這種「德」的擴展徑向本體的體證成就，所以，

君主的角色所代表的不是世俗的成就而是帶有證成神聖的意向，「聖人」於是乎是成

玄英連接聖與俗兩端的重要角色，也是他對於君主發動無為的重要期待：

隨造化之物情，順自然之本性，無容私作法術措意治之，放而任之，則物我全之

矣。〈應帝王第七〉

無有，妙本也。樹德立功，神妙不測，而即迹即本，故常遊心於至極也。〈應帝

王第七〉

冥宗契本，謂之自然。淳粹不雜，謂之神妙。嶷然不假，謂之至極。以自然為宗，

上德為本，玄道為門，觀於機兆，隨物變化，謂之聖人。天下第三十三

成就一位翟聖人，除了先天的質性高於常人之外，成玄英以為是有方法的，他將這個

方法回應到重玄的路子上，這使得「知識－存有－政治統治」的軸線得以連繫在一起

，也使得知識存有的關懷得以與政治社會的實踐架接在一起。就方法而言，成玄英提

到了「靜與知」的可能：

志性安靜，委命任真，榮位既不關情，財力豈能遷動也。〈天道第十三〉

率性而照，知生者也；無心而知。無以知為也。任知而往，無用造為，斯則無知

而知，知而無知，非知之而知者也。故終日知而未嘗知，亦未嘗不知，終日為而

未嘗為，亦未嘗不為，仍以此真知養於恬靜，若不如是，何以恬乎！〈繕性第十



六〉

夫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無心於動靜也。故能及雷破山而恒定，大風

振海而不驚，斯率其真性者也。若矯性偽情，則有時而動矣。故王弼云：「不性

其情，焉能久行其企！」〈則陽第二十五〉

看來「靜」應該是最基本的，同時也是「知」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在這裡，成玄英陳

述了道家關於自身的深刻觀照，正是這種由本入手的法門開展了可能性：

從本降跡即躁勝寒，息跡歸本即靜勝熱，以明動寂適時也《老子義疏．卷四，頁

二，疏「躁勝寒靜勝熱」》

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何能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

能靜，知資於靜，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乎寸心，

自然之理出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關佗哉！〈繕性第十六〉

「知之與恬交相養」清楚地點出了這個法門的精神，「靜」是「觀」的基本功，想要

通玄達理，率皆由乎靜，這才是歸本識根的徑路：

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理通玄，識根知本者，可謂自然之至道也。〈知

北遊第二十二〉

人欲得虛玄之妙果者，須靜心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也《老子義疏．卷一．頁三二》

聖人虛照自天，不同凡智，了知諸境空幻《老子義疏．卷五，頁四》

「靜」不只陳說關於精神的面向，還是關於存有的，在〈刻意十五〉中成玄英明白地

交代了這樣的體悟：「夫恬淡無為者，豈唯外形無毀？亦乃內德圓全。形德既安，則

精神無損虧矣。」「聖人體勞息之不二，達去來之為一，故共生也如天道之運行，其

死也類萬物之變化，任鑪冶之陶鑄，無纖介於胸中也。」同時成玄英將之表述為對於

語言的一種態度，有意地將「靜」指向語言的存有，在工具的面向上決然地斬斷：

此合諭也。意，妙理也。夫得魚兔本因筌蹄，而(筌)(荃)蹄實異魚兔，亦由玄理

假於言說，言說實非玄理。魚兔而筌蹄忘，玄理明而名言絕。〈外物第二十六〉

夫真理玄妙，絕於言知。若以言詮辯，運知思慮，是可極於有物而已，固未能造

於玄玄之境。〈則陽第二十五〉



透過靜與知的途徑，成玄英陳述了聖人之成，與其可能成就的部分，這種成就並不止

於政治行為，在成玄英的說理中，還應當可以外延到存有或是個人生命的面向：

栖隱山藪，放曠皋澤，間居而事綸釣，避世而處無為，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斯乃從容閑暇之人，即巢父，許由，公閱休之類。〈刻意第十五〉

夫聖人靈鑒洞澈，窮理盡性，斯極物之真者也。而感應無方，動不傷寂，能守其

本。〈天道第十三〉

雖復握圖御禹，總統群方，而忘外二儀，遺棄萬物。是以為既無為，事既無事，

心閑神主，何困弊之有！天道第十三

心既恬淡，迹又平易，唯心與迹，一(種)(本)無為，故慇憂患類不能入其靈台，

邪氣妖氣不能入其臟府。。刻意第十五

這些成就看來都立基在向至道移動的向量上，是「內外雙遣」與「物我兩忘」所體現

的結果，故能「境智相會」〈天道十三〉，這種強調「萬境皆玄，四生非有」的境界

〈則陽二十五〉，完全跳開了成玄英在論述政治角色時儒家口吻，這正是在《老子義疏．

卷三》（頁二五）中所說的：「俗人儒教亦尚謙柔之法，我之法門本崇靜退，然俗儒謙柔猶懷

封執，我之靜退貴在虛忘，所以為異也。」成玄英在思維上作了清楚的判教

最後，這樣的聖人還可以是關於「神仙道教」的面向．成玄英在宗教的論理中留

存了一個位置給無礙的聖人，進行了宗教的說理：

撓挑，猶宛轉也。夫登昇上天，示清高輕舉，遨遊雲霧，表不滯其中，故能隨變

化而無窮，將造物而宛轉者也。〈大宗師第六〉

吹冷呼而吐故，咰暖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自經，類飛鳥空而伸腳。斯皆導引神

氣以養形魂。延年之道，駐形之術。故彭祖八百歲，白石三千年，壽考之人，即

此之類。〈刻意十五〉

夫玄通合變之士，冥真契理之人，不刻意而其道彌高，無仁義而恒自修習，忘功

名而天下大治，去江海而淡爾清閑，不導引而壽命無極者，故能唯物與我，無不

盡忘，而萬物歸之，故無不有也。斯乃忘而有之，非有之而有也。〈刻意十五〉

言無待聖人，虛懷體道，故能成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氣以消遙，混

群靈以變化。茍無物而不順，亦何往而不通哉！明徹於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

〈逍遙遊第一〉



後其身，先度物也；而身先，超三界也；外其身，隳肢體也；而身存，得長生也

．．．聖人也，只為德合二儀，芻狗百姓，故獨居三界之尊，成天人之化主也。

《老子義疏．卷一．頁一六》

在〈逍遙遊第一〉與〈德充符第五〉中成玄英更就神、至、聖三個名稱作了一番解釋，

更清楚地展現出貫穿存有、政治與宗教三個面向的企圖，這樣的說理應當是成玄英談

重玄說聖的底蘊：

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體語至，就用語神，就名與聖，其實一也。

詣於靈極，故謂之至；陰陽不測，故謂之神；正名百物，故謂之聖也。一人之上，

其有此三，欲顯功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別。〈逍遙遊第一〉

夫至人之道邁三清而神遊六合，故蘊智以救(殃)(妖)孽，約束以撿散心，樹德以

接蒼生，工巧以利群品。此之四事，凡類有之，大聖慈救，同塵順物也。德充符

第五

究其實而言，成玄英憑藉重玄的方法論，試圖重新建構一套對於現世與架有的認知圖

像，「四句百非」並不止於重玄之境的陳述，還有企圖將聖與俗兩諦貫穿為一，從重

玄的理路看來，斬絕知識、存有、宗教、統治的區隔，未嘗不是重玄之理的一個成就

同時也當是成玄英的企圖！

參、無為的政治理想

郭象清楚分析了君臣民的角色與基本期待，他深刻地點出了君主的權力如斯之

大，如果不從制度的設計來加以規範，勢必造成秩序重建的困難，同時個人與政治社

會秩序也無從得到有效的調和，於是道家政治思想的理想政治制度－無為，就自然成

為郭象制度設計上的最佳期盼：

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

上者不能無為，化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

非貴其能治也，貴薺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在宥〉注）

無為的政治觀目的在肯定政治秩序的同時，也企圖消解人世間由於政治帶來的迫害與

對人性的扭曲，既然原始的秩序不能回歸，於是選擇最近於自然秩序的無為就成了思

想家們的最佳選擇：

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目，然自得者此為，率性而動，

故謂之無為也。（〈天道〉注）



因為無為是近於自然秩序的一種「重建秩序」，無為的運作不僅具有回復人間秩序的

功能，更重要的是為了在自然與人為之間找到一個最適切的平衡連繫，因此，除了對

世間政治秩序的意義之外，無為同樣具有和諧人與物關係的功能：

為其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為矣，又何加焉！．．．使物各復其根，

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之所以生成也。（〈天下〉注）

調和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重建秩序」是透過無為所得致的秩序，袛是郭象所認知

的無為並不是老莊式的無為，而是近乎黃老道家的無為觀（要之黃老的無為觀在權力

的分配上也較為符合世族共享政權的政治現實）：

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惑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

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馬

蹄〉注）

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

播殖，則群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

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

（〈天道〉注）

這種「上無為用下，下無為而自用」的「無為」，就實踐上而言是「上無為而下有為」

的「無為」翻版，這種「無為」明顯地是莊子後學的思考方式，目的在於抑制政治權

力的過分干涉所造成的秩序無序，郭象想要以「無為而無不為」的理念作為君臣之間

相互制衡的依據，使君臣對於現實政治的干擾能夠降至最低的程度，而同時又將重建

秩序的重責放在君主的期待上，因為無論如何，傳統的政治思想仍無可避免地要以君

主政治為主要制度上的依歸，袛是要如何才能夠促使「無為而無不為」政治理念的落

實。很顯然，郭象以為一個君王必須懂得如何在建構「重建秩序」時將道的「因」、

與「任」特性逐一落實：

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

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也．．．若夫玄通泯合之士，因天下以

明天下．．．故能乘變任化，迕物而不慴。（〈德充符〉注〉

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

之歡．．．任其自成。（〈人間世〉注）

懂得「因」與「任」的功夫，才能夠達到「任其自迎，故無不迎；任其自毀，故無不

毀；任其自成，故無不成。」的境界。進一步，「因」與「任」就必須有其落實人間



政治的實用性，因為，在郭象的無為概念中，無為政治依然具有世俗化的意義，所以

「因眾」就成了「因」的工夫世俗化的轉化意義：

吾一人之所聞，不如眾技多，故因眾則寧也，若不因眾，則之千萬，皆我敵也。

〈〈在宥〉注〉

這樣的君王，因為深諳「因任」之道，所以能夠達成「夫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

事，而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

而群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的

治理，而君臣上下之間方不致落入法家所言「一日百戰」的境地，因為「若夫任自然

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同樣的，

也才能夠掌握到自生獨化的真義，所謂「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偽。」

就是最佳的註腳。順此則能夠體現「任性自生，公也．．．而順公乃全也」的真理，

進而彰顯「誠能應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

極」的「應帝王之大意」。

在「無為」的理想政治裡，因為重視符應自然規律地進行治理，固然在「跡與所

以跡」的論述中消解了「自然」與「名教」的對立，不過，郭象所重視與主張的仍是

「所以跡」的治理，形而下的「跡」依然袛能落入「所以跡」的範疇與考量中方有其

意義，「自然與名教」的統一或是和諧，無疑地袛是為了調解現實與理想政治形態之

間重要差距的理論舖陳而已，在這樣調和的基礎之上，郭象才能先解決了魏晉階段在

統治哲學上的主要歧見，進行對於原始自然秩序的修補與重建。在重建的秩序中，我

們很難看見郭象想要視「名教」的方式為主要方法，郭象顯然不願一再強調經過精心

調和與「自然」對立的「名教」之可行性，因為「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

仁義之跡自見。跡自見，則後世之心必殉之，是亦黃帝之跡使物攖也。」形而下的「跡」

無論如何是不等同於「所以跡」的，「名教」固然可以透過論述與「自然」結合，然

而如「直與物冥」的黃帝都無法免去「以跡攖物」的罪名，則仁義之見用顯然袛是郭

象理論上的一個折衝而已，這樣的折衝不像一般解釋郭象為有意仕途而所為妥協的論

點，我們以為，調和政治哲學的論爭未嘗不是一種緩解人間秩序惡化的努力，正是透

過這樣的緩解，郭象才能夠消解存在於現實政治中的嚴重對立，一方面給予當權者一

個理由，一方面從「上無為而下有為」的統治方法中，建構他所要的「重建秩序」。

從另外一個思考的方向來說，所謂「名教」指涉的範疇，也不應當包括「君臣、上下、

尊卑」這些已然整合在兩漢黃老統治術中的概念或價值，反而應該直接指涉儒家亟欲

內化於人心的諸多德目與價值，從這個角度去解讀郭象的「自然與名教」關係以及「無

為」的政治論才有其妥適性，所以，若是以極為寬廣而非郭象認知的名教概念進行論

述，進而以為郭象預留了極大的空間給予人間統治者口實擴大解釋，恐怕有著相當程

度的誤解，而且也有可能忽略了兩漢政治哲學經過論證後的整合成就。

至於成玄英的理解，基本上和郭象是類似的，他以為君臣的職份是自然的，有其

分工上的必要，而且君臣的分工正是透過有為與無為來區隔的：



無事無為，尊高在上者，合自然天道也．．．司職有為，物累繁擾者，人倫之道．．．

君在上任物，合天道無為也。〈在宥第十一〉

無為者，君德也；有為者，臣道也。若上下無為，則臣僭君德；上下有為，則君

濫臣道。君濫臣道，則非主矣；臣僭君德，豈曰臣哉！於是上下相混，君臣冒亂，

既乖天然，必招危禍。故無為之言，不可不察。無為，君也。古之人貴夫無為。

郭注此文，甚有辭理。〈天道第十三〉

夫處上為君，則必須無為任物，用天下之才能；居下為臣，亦當親事有為，稱所

司之職任；則天下化矣。斯乃百王不易之道！〈天道第十三〉

這個理解有歷史的經驗觀察來證成其正當性，成玄英以為這種無為與有為的分工，不

僅是道家的看法，事實上也從儒家的歷史論述中出現得天其正當性：

謂三皇五帝，淳古之君也。知照明達，籠落二儀，而垂拱無為，委之臣下，知者

為謀，故不自慮。天道第十三

善事父母為孝。諛，偽也。諂，欺也。不以正求人謂之諂。為臣為子，事父事君，

不諂不諛，盡忠盡孝，此乃臣子之盛德也。天地第十二

就管理的效用上說，也是如此，這正是政治角色之間簡單而素樸的「政治契約」的重

要內容，管理的效益高下與隨之而來的秩序實踐是評斷政治行動的重要準據：

夫官有高卑，能有優劣，能受職則物無私德，是故天下之官治也。天地第十二

夫置官府，設事條者，須順於眾人之宜便，若求逆之，則禍亂生。外物第二十六

因此，關於君臣間分工的理解，大抵即是如此，離開了這種漢代以後政治統治的核心

論述，恐怕就是悖離了政治角色間的政治契約，因為成玄英以為唯有「要，簡省也。

詳，繁多也。主道逸而簡要，臣道勞而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簡要故無為而御下

也」〈天道第十三〉才能有好的政治績效，這無疑是道法家論述的再現！

不過若以為這種無為／有為的論述就落入了原則性的宣示，恐怕是對於成玄英的

誤解，他也談到了許多不同的統治術：

術，能也。心之所能，謂之心術也。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言此之五末，必

須精神心智率性而動，然後從於五事，即非矜矯者也。天道第十三



五兵者，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也。運，動也。夫聖明之世，則偃武修

文；待德下衰，則偃文修武。偃文修武則五兵動亂，偃武修文則四民安業。德知

本末，自此可知也。天道第十三

這個部分就是黃老學中「文武並用，刑德相養」統治術的陳述，對於成玄英而言，政

治統治無疑是一件與「宜」相關的活動：

兼，帶也，濟也，歸也。夫藝能之技，必須帶事。不帶於事，技術何施也！事茍

失宜，(事)(技)便無用。(難)(雖)行於義，不可乖德；雖有此德，理虛法道虛通；

(故)(雖)曰虛通，終歸自然之術。斯乃理事相包，用不同耳。事故示本能攝末，

自淺之深之義。天地第十二

也就是說，能否法道虛通（說穿了就是能否透過重玄的境解觀照現世）事實上是能否

得治的重要原因（即「本」），而事的合宜（即「末」）則是檢證是否則是得治的判

斷，所以，恪守「言春夏秋冬，更迭而起，一切物類，順序而生。夏盛冬衰，春文秋

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但常任之，斯至樂矣」〈天運第十四〉的原則是絕對必要，

在這裡，成玄英還是多少強調了「歸本」的論述（這裡的說法就像極王弼的守母存子

論調）：

既知我是道子，應須歸守其母也。但能歸根守體道會真，跡雖有沒有存，而本無

危無殆。何者，大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從道出，物即是末。而本能攝末，所

以須歸，母能生子，所以須守。守母則久視長存，歸本則歿身不殆。《老子義疏

．卷四．頁一七》

驟，數也，速也。季世之人，不之倫序，數語形名，以為治術，而未體九變以自

然為宗。但視其末，不知其本也。天道第十三

然而，這是從表面來看的，所以表象上是本而末，真正的卻是本末不離的，若袛執一

端，就不是重玄的體證了，當然也就無法邁向重玄之境。

到頭來，關於政治統治終究得回到「無為」，成玄英從一些統治績效上論說了無

為的必要：

性正德定，何勞布政治之哉！有政不及無政，有為不及無為。在宥第十一

亭毒群生，畜養萬物，而玄功潛被，日用不知。此之真力，是至道一根本也。知

北遊第二十二

所有施行之事，教令之言，咸任物自為，而不使物從己。如此則宇內蒼生，自然



從化。天地第十二

「任物」看來是無為非常重要的要件在〈天地第十二〉中成玄英就說「夫所乖舛，事

業多端，是以步驟殊時，澆淳異世。故治之者莫先任物，必須賭見其情勢而察其所為，

然後順物而行，則無不當。」然而這種任物的境界，是得從治內開始的，而且治內是

帶有極大的統治能量的：

抱道守素，治內也；不能隨時應變，治外也。天地第十二

六通，謂四方上下也。四辟者，謂春秋東夏也。夫唯照天道之無為，動聖情之絕

慮，通六合以生化，順四序以施為，以此而總萬乘，可謂帝王之德也。任物自動，

故曰「自為」；晦迹媚光，其由昧闇，動不傷寂，故(無不靜)也。天道第十三

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後遣無欲者，此則雙遣二邊，妙體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

忘，以斯為治理無不正也《老子義疏．卷一．頁一一》

除了統治者體知這個重要原則之外，進一步得依循文武並用的原則，施令設官進行政

治分工，並且制法而行，從這點看來，成玄英更清楚地並不是全然走著老莊學的路子：

施令設官，取得宜便，拔擢薦舉，不失才能。如此則天下太平，彝倫攸敘，聖治

之述，在乎茲也。天地第十二

夫聖人制法，利物隨時。時既不停，法亦隨變。是以古人古法，淪殘於前，今法

今人，自興於後。無容執古聖迹，行乎今世。故知所讀之書，定是糟粕也。天道

第十三

先恣其惡名曰與之，後令歸善名曰奪之《老子義疏．卷三．頁九》

他不僅不全然是老莊的信徒，而且還融合了儒家、道法家與道教的思維，稱許了體知

這種統治妙諦以及呈現出無為政治績效的統治者：

道合自然，德均造化，故眾生樂推而不厭，百姓荷戴而不辭。可謂反樸環淳，上

皇之治也。天運第十四

用此無為而處物上者，天子帝堯之德也；用此虛淡而居臣下者，玄聖素王之道也；

夫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者也，即老君尼父是也。天道第十三

進為，謂顯迹出仕也。夫妙體無為而同塵降迹者，故能撫蒼生於仁壽，宏至德於



聖朝，著莫測之功名，顯阿衡之政績。是以天下大同，車書共軌，盡善盡美，其

唯伊望之倫乎！天道第十三

其應靜也，玄聖素王之尊；其應動也，九五萬乘之貴。無為也而尊，出則天子，

處則素王。是知道之所在，孰敢不貴也！天道第十三

有時，甚且還將這樣的統治與佛教慈悲的心法連繫在一起：

聖人慈悲救物轉無為之妙法，治有為之蒼生《老子義疏．卷一．頁八》

總歸而言，成玄英高度稱許了無為，也論說了無為的必要，而且深刻以為這是通往至

樂之境的良方，顯然也是架接著現世和彼岸的途徑，他不僅廣泛地援引了許多學術集

團的論述，同時承繼了傳統政治統治的方法學，在強調實績之餘同時保有宗教的情懷

，兼顧了現實與理想，此岸與彼岸，這一切卻鮮明地放置在重玄一義的徹底闡發之上

才能有效得致，這正是他說「夫天地清寧，無為虛廓能昇降，生化而無不為也。凡俗

之人，心靈闇昧，耽滯有欲，誰能得此無為哉！言能之者，乃至務也。若得之者，便

是德合二儀，冥符至樂也」〈至樂第十八〉的原因，這種對於政治與宗教的雙向貫穿

，離開了我們對於傳統政治與宗教的權力關係思維，在統治的國度中隱約多了一絲宗

教溫厚的氣味，從有無的拆解中，也彷彿傳達了政治與宗教、現實與理想、此岸與彼

岸雙遣不滯的期待。

結論：

比較郭象與成玄英在注疏《莊子》的說理之後，我們可以簡單地作出一些思考作

為本文的結論：

一、玄學中的「有無」與重玄學中的「有無」在本體論的高度上明顯地不同，郭象調

和有無或是自然與名教的努力，使得他將有與無視為同樣高度的本體，這樣的論

述，當然限制了他在本體論上的成就，也使得他對於存有的說理似乎就戛然而止

。反觀成玄英的說理就更深刻地承接了老學與莊學的論理高度，或是體證了在老

學與莊學中的本體論存有學的高度，他們之間的差別除了是對於老莊學不同的詮

解之外，更深層地反映了佛學中觀論般若學對於道家或是道教學思的影響，十分

明顯的，經過魏晉六朝佛學與原始道家的對話，豐富了或是再現了原始道家可能

較為隱晦的存有學，這明顯地是重玄學很大的貢獻！

二、從政治角色的分析上看，郭象的說法與成玄英的說法明顯地反映出不同政治格局

的思維型態，成玄英的說理更為清楚地揭示出一個穩定的統一政治秩序，對於政

治角色安排的期待與說理，較之於郭象保守地選擇在體制內的說法，成玄英顯然

呈現出更寬廣的說理形式；當然兩者在貫穿本體論與政治關懷的努力上是前後師



承與輝映的。

三、如果說，宗教與政治的對話自來就是宗教不斷屈服的歷史（葛兆光言），那麼知

識份子在面對政治權力諸多現象時的思維與安排，何嘗不是一種屈服的歷史，在

不斷馴化他者與自我馴化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權力有時明顯地與知識份子高度地

疏離著，差別的是，知識份子選擇在怎樣的國度中覺醒，並清楚作為一個存有的

意識而存有，從郭象與成玄英的思想說理與比較中，我們可能不難發現宗教作為

另一個說理的場域的開展，恐怕正是知識份子轉進的結果，在郭象與成玄英兩人

身上，我們從「注」與「疏」中看到了這樣的轉進，雖然，也許在宗教的國度中

仍不免得有屈服，然而存在於政治與宗教的對話，無寧使得統治行為多了一些可

能的個人空間，這點不正是原始初民在面對集體生活時的初始樣態嗎？也正是宗

教與政治不斷糾葛的起始，從郭象的玄學到成玄英的重玄學，我們恰恰看到了這

樣思維掙扎的軌跡！


